
监察院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作为一种法制制度，监察院以实施权力监督为职责，是
法治的实施机关。权力监督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法治是权力监督的保障：法治为权力监督提供
合法性基础，为权力监督的内容提供基本准绳和尺度，为权力矫正提供基本依托。因此，一方面，法治
是监察权有效运行的前提和保障，正如监察委员高一涵所说：“只有真正法治的国家中，监察权才可以
推行无碍，法律是权衡度量，有了权衡度量，然后才有长短轻重大小多少之分。……违法，只有在法治
国家才可以听到。……监察权之行使，或可行之有效，一定要在政治已上轨道的地方。政治越上轨道，
监察权越有效用。”[1]另一方面，监察权的运行也反映了法治的实施状况。监察院成立后曾被社会各界
寄予厚望，但是，事实却是监察院因对高官监督无力，被时人指责“不打老虎，专打苍蝇”，是无人惧怕
的“纸老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国民党党国体制下，党权大于国法；国民政府五院制度和监察制度本
身的局限，包括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弹劾权与惩戒权的分离、监察院的委员制等。除了这些方面的原因
外，本文尝试从民国时期差序格局的社会生态出发，探讨差序格局与法治的价值冲突，及对监察院“打
虎”的制约，说明差序格局的社会中必然面临的法治困境。

一、“打虎”案例

弹劾权是监察院最主要的监察权，弹劾也是监察院最严厉的监察手段，本文仅以弹劾权的行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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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监察院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是法治的实施机关。 本文以监察

院弹劾权行使的情况和监察院“打虎”失败的案例，探讨国民党统治下的法治困境。 从差序

格局的社会生态出发，阐述其差序有别的私伦理、“情大于法”和“关系”原则与法治所蕴含

的公共、理性、平等、公正精神的根本冲突，以及对监察院监察实践的影响：执法者因私废

法，“不打老虎，专打苍蝇”；违法者因情违法、恃情违法，凭借“关系”逃脱法律惩戒，令监察

院“打虎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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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一涵：《在湖北省党部纪念周演说辞》，《监察院公报》1935年第 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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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泽民：《中国现代监察制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第 134页。注：被弹劾不同官阶官员在被弹劾
总人数中所占比例为本文作者所加。被监察院弹劾的官员绝大部分以文官为主（约占 80%以上），国民政府文官官阶从
高到低依次为选任、特任、简任、荐任、委任。

[2]监察院：《监察院工作报告》，1945年 4月。注：被弹劾的不同官阶官员人数占被弹劾总数比例为本文者所加。
[3]陶百川：《比较监察制度》，〔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78年版，第 456-457页。
[4]散木：《顾祝同枪杀报纸编辑刘煜生》，〔北京〕《炎黄春秋》2002年第 2期。
[5]监察院：《监察院公报》1933年第 18期。

说明监察院的“打虎”情况。监察院被时人指责主要是针对两种情况：一是监察院对高级官员弹劾不
力，“不打老虎，专打苍蝇”；二是高级官员在被弹劾后并未受到惩戒，监察院“打不动老虎”。从监察院
弹劾权行使的情况看：从 1931年 3月监察院成立到 1936年 12月，被弹劾的文官 1362人，其中，选任
官 1人，占 0.07%；特任官 15人，占 1.04%；简任官 144人，占 7.93%；荐任官 394人，占 47.77%；委任
官 415人，占 31%；其他 33人，占 2.3%[1]。从 1938年 1月到 1944年 12月，被弹劾的文官 556人，其
中，特任官 1人，占 0.2%；简任官 42人，占 7.5%；荐任官 242人，占 43.5%；委任，192人，占 34.5%；其
他 79人，占 14.2%[2]。从 1948到 1949年，被弹劾的 100个文官中，特任 5人，占 4.4%；简任 21，占
18.3%；荐任 42，占 36.5%；委任 23，占 20%；其他文官 9，占 7.8%[3]。从以上数据看，弹劾对象以中下级
的荐任官、委任官为主。这一方面说明中低级官员的违法违纪现象越发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监察院
对高级官员的监察无力，的确存在“不打老虎，专打苍蝇”的现象。
“打不动老虎”的情况也确实存在，在监察院“打虎”失败的案例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顾祝同枪杀
刘煜生案”。1932年 7月 26日，镇江著名报人刘煜生因揭露顾祝同和其儿女亲家赵启禄变相买卖鸦
片等违法罪行，被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鼓动红色恐怖”、“煽惑阶级斗争”的罪名秘密逮捕。“罪
证”是在刘所办的《江声日报》副刊《铁犁》上发表的文艺作品中有：“奴隶们争斗吧，一切旧的马上都被
冲倒，时代已敲响丧钟，一切眼前就要葬送”等文字[4]，违反了《出版法》所禁止之规定：即出版者“意图
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者”、“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暂且不论这些文字并明显无禁忌之词，上述
作品并非刘煜生所作，依文责自负的原则应由作者于在宽承担，而于在宽和《铁犁》主编张醒愚两人很
快获释。而且，《出版法》中规定的处罚机关为内政部，逮捕刘煜生的却是国民党在江苏省的机关，显
然，顾祝同逮捕刘煜生是违法陷害。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接到刘煜生的申诉信后，派调查员马震赴镇江调查，马震得到了省府秘书长

金体乾、秘书姚鹤雏、保安处秘书冯沛三的接待和陈述，但调卷审阅的要求被拒绝，调查员无功而返。
1932年 12月 16日，监察委员刘莪青、田炯锦以顾祝同非法逮捕拘禁刘煜生、又抗拒监察院调查为
由，联名弹劾顾祝同，指出顾的几大违法行为：一，不按照约法规定在二十四小时内移送法院，而交戒

严司令部看押达五月之久，“违背约法，蹂躏人权”；二，拒绝监察院调卷，违法《监察院组织法》，“破坏
监察制度，藐视政府法令”。三、非法逮捕，逾越职权。四、“妨害言论自由，破坏法治精神”。1933年 1月
12日，监察委员周利生、高一涵、李梦庚对弹劾报告进行审查，认为“应依法将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
移付惩戒，并应咨请行政院令饬该省府迅将刘煜生移送法院讯办，以重人权，而崇法治”[5]。正当监察
院即将正式咨请行政院，令伤江苏省政府迅速将刘煜生移送法院，并惩戒顾祝同等人之际，1933年 1
月 21日，刘煜生被送交由顾祝同控制的军法处审判，以“做叛国之宣传”，违反《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时人戏称，监察院的弹劾案不仅未能救刘的性命，反而成了刘的催命
符，令监察院颜面扫地。
刘煜生被杀立即引起了全社会的震惊，舆论为之哗然，抗议浪潮很快席卷全国，中国民权保障同

盟、全国律师协会以及南京、武汉、广州、长沙、香港等地新闻界纷纷举行集会，强烈要求政府严惩顾祝

239



[1]《顾祝同枪杀刘煜生案》，《申报》，1933年 2月 4日第 8版。
[2]《续劾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违法逮捕拘禁江声日报经理刘煜生案》，《监察院公报》1933年第 18期。
[3]王子壮：《王子状日记》（第二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1年版，第 357页。
[4]《刘侯武之原弹劾案》，监察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八，案卷号：1992。
[5]监察院弹劾案原文与被弹劾人申辩书及一切有关该案的内容、消息，非经受理本案之机关决定公布以前，概不

得披露；凡经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之政务官、经惩戒机关决定处分后，中央政治会议认为必要时，得复核之；关于国策及有
关中国在国际地位之重要文件，非经中央政治会议之核定，不得披露。

同，保障新闻记者的人身安全。于右任对顾祝同枪杀煜生案表示“极痛心，主张依法办理”[1]。国民党元
老胡汉民、李烈钧也发表言论，要求严惩顾祝同，为刘煜生申雪。在一片“倒顾”声中，顾祝同仍然为自
己的罪行百般辩解。1933年 3月 9日，监察院再次提交由监察委员刘莪青、田炯锦、姚雨平、邵鸿基、
李梦庚、王平政、郑螺生等联名提出的对顾祝同的弹劾案，指出：顾“玩视法纪，枉杀平民”，“滥权枉法，
实为法律所不容，非严加惩处，无以维持法律之尊敬，亦即无以保障五权制度之精神”[2]。面对朝野汹
涌舆情，国民政府不得不有所表示，不久，顾祝同转任豫鄂皖湘赣北路剿匪总司令，但是，政务官惩戒

委员会并未对“顾祝同案”有所决议，严格说来，顾祝同并未受到惩戒，只是调职而已。“顾祝同案”就这
样不了了之了。监察委员王子壮感慨：“现在监察院对于有力者非不劾之，而以政局关系往往不能动其
毫末，于是只能对于低级官吏生效，谑者谓为‘打苍蝇’，老虎不能提，只能作打苍蝇之工作。”[3]

另一个“打虎”失败的案件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顾孟余案”。1934年 4月 17日，监察委员刘侯武
向监察院提出弹劾顾孟余案，指出铁道部长顾孟余在向外国采购大潼路铁道器材的订约中有“丧失国
权违反国法损害国益渎职营私情节”[4]。经审查后认为：弹劾案所称丧权害国之处尚无实证，但存在违
法舞弊情事。1933年 6月 2日，监察院提出弹劾顾孟余案，并将弹劾案移送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
会。1934年 7月 1日，顾孟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监察院的指控予以申辩，认为刘侯武是毁谤，为表
示愤慨，请假离京。1934年 10月 11日，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通过了顾孟余不受惩戒之决议，
引起监察院大哗，监察委员纷纷表示忍无可忍，坚决呈请免职，后经于右任劝说才作罢。顾孟余案对监
察院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1934年 6月 29日，《申报》刊登了监察委员刘侯武的弹劾原文以及杨天骥
等三委员的审查报告以及监察院向国民政府的呈文，一时间引起舆论哗然。1934年 7月 11日，中央
政治会议第 416次会议通过了由汪精卫提出的《关于监察院弹劾案等三项办法》的决议[5]，严重限制

了监察院的弹劾权，引起了监察委员的不满，也由此引发了监察委员与汪精卫关于监察院职权与党权

关系的激烈论辩。1934年 10月 31日，中央政治会议第 431次会议关于第 416次会议补订弹劾案件
办法重行决议，只是在表述和程度上有所变化，以党权限制监察院弹劾权的本质并未改变。于右任感
慨监察院“打虎不成，反被虎伤”。

二、原因分析

“不打老虎，专打苍蝇”，造成“老虎”、“苍蝇”在法律面前的不同命运，是对法治秩序的破坏。本文
想探讨的是：除了那些制度层面的原因外，导致执法者“不打老虎，专打苍蝇”、“老虎”们敢于“以身试
法”、掌权者“以权压法”的社会文化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制度就是规则，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
制度。非正式制度是某些不成文却为社会认可的规范形式，主要表现为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
德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它的实施主要依靠主体的自我实施，其规范作用常常通过影响个体的价值
观念、意识、性格、态度，决定主体对外部环境的认识，从而影响个体行为。非正式制度受到社会成员的
自觉遵守并代代相传，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力。一方面，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有作用；另
一方面，传统习俗和观念作为文化进化过程中自生自发的社会规则系统，对制度有明显的约束力。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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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8]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3页，第 28页，第 30页，第 36页，第
36页。

[5][6][7]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已卯五说》，〔北京〕三联书店 2006年版，第 76-77页，第 79页，第 103页。

它与正式制度相一致时，可以维持正式制度的有效性，反之，正式制度就会在执行中变形，甚至无法实

施并最终流于形式，也就是说，以文化形式表现的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基础。
法治不仅需要制度法规的保障，更需要社会伦理、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文化支持。法律与伦理道

德是不可分的，一方面，法律贯穿着伦理道德精神，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与一定社会的伦理道德保持

某种程度的和谐，法律的实施除了凭借国家强力，更必须依靠伦理道德的力量，伦理是法治的基础，道

德使法治成为可能。法治是以普遍的公共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公共伦理是以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为取
向的伦理道德，它要求权力执行者在执法过程中公私分明，以公共利益为归旨，公共价值为导向，剔除

任何私的因素。法治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它强调理性对情欲的主宰，维护理性的至上性。理性
是法律的依据，法律是理性的体现，因此，它要求执法人员将理作为是非判断的唯一依据，以法律（良

法）为唯一准绳，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维护法律的至上权威，在面临情法矛盾时，以法律取

代人情，剔除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羁绊。法律是平等主体间的互动规则和契约，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
规范，它要求国家权力的产生和行使均受法律的约束，保证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不允许超越法律之

上的特权存在。
差序格局，指“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
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差序格局中的伦理规范与法
治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存在着根本的冲突：首先，差序格局是私本位的，差序伦理是差等有序的私伦理。
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的，这里的“己”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被“家族和血缘”裹着的从
属于家庭的社会个体。“以己为中心”实际上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而“血缘关系的投影”又形成地
缘关系，中国传统社会以这两种关系为基础，形成差序格局模式。在这种格局中，“一切价值是以“己”
作为中心的主义”[2]。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从自身出发，像投石水面泛起的一圈圈波纹，“这种差序的推浪
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就使得群己之间、公私之间模糊不清了，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
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3]。“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
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个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
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4]可见，差序格局
是以自我为中心，亲缘为纽带，是情感和利益的交集与交换，差序格局中的伦理是差等有序的私伦理，

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伦理。其次，差序格局是“情”本位的，“私情大于公法”。在中国文化传统
中，理性不是主宰情感，而是渗透在情感之中，“理性与情欲没有分家，常常交融混合，合二而一”，所
以，合情合理、合乎情理“既是认识论（实用理性），也是伦理学（巫史传统）的准则”[5]。“合情合理”，便成
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情感[6]。情理中之“情”，既包含了具体的“情势”，又蕴含着特定的“情感”，“是非常现
实非常具体并具有客观历史性的人与万事万物相处的状态”[7]。情理中之“理”，并非普遍一般的“理
性”，而是在特定情境、特定情感中的正当性根据。合情合理是一个标准的两个方面，情理交融。在差序
格局中，人们以自我为中心，通过亲缘关系扩展成一个有亲疏远近之分的伦理圈，在圈子之内，凭人情

行事，人情的深浅就是行为的根据。而这个具有本体地位的“情”是以某个个体为中心，并随着交往范
围的扩大而减弱的人伦私情。可见，差序格局中的伦理准则是感性主义的、特殊主义的，不是理性主义
的、具有普遍性的规范性原则。所以，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都因之
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8]。“法”在“情”面前也因与主体的关系远近而
自由伸缩，也就是说，“情”也是“法”的正当性依据和行为的伦理准则，“情大于法”也就是必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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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子壮：《王子状日记》（第二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1年版，第 307-308页。

了。最后，差序格局是“关系”本位的。关系，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差序格局中的“己”是在一定的关系
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一切的是与非、情与理、公与私都是被置于一定的关系网络中考量的。“情”，主要
是人情而非己情，更多的表现为一个关系的范畴，而亲情、友情、交情等各种情结联结起来就形成了各
种关系网络，各种关系网络承载着各种情感，关系是人情的承载和表现，是各种私情的载体。这些关系
是差序的而非等序的，有着尊卑、贵贱、上下、长幼、亲疏的划分，因而，差序人伦准则要求个人将自身
置于关系网络中，以自己为中心，分清内外、群己、上下尊卑贵贱，辨别亲人、熟人和陌生人，依关系的
亲疏远近决定行为取向，在关系网络中重情而讲义，对无关的圈外人则循礼而讲利。总之，差序格局与
法治所蕴含的公共、理性、平等、公正精神是根本冲突的。
差序格局一方面源于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同时，也是传统与文化作用之下的社会习俗，具有民族

性与普遍性。民国时期，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差序格局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仍然是一种社会普遍遵
循的伦理准则和中国人传统的行为模式，一种制约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客观实在的社会环

境，而且，在国民党的人治统治下，它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分配的模式，成为官场乃至整个社会实际

奉行的潜规则，对国民党的政治运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民党的政治呈现出人情政治和关系政治的

特点。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生态下，国民党的官员们通过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姻亲关系、学缘关系、政治
派系等关系，建立各种亲疏不同的关系网络，建构了各个情感和利益的共同体，彼此互相支持，互相维

护，通过各种关系网络实现内部及外部情感和利益的交换。因为关系是获取利益和情感的重要依据和
渠道，因此，国民党官僚系统内存在着关系盛行，派系林立、排斥异己、因私废公、因情违法、恃情违法
的现象。这些行为因得到了差序人伦准则的伦理支持，获得了来自公私各方可怕的社会化默契甚至潜
在支持，几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和行为习惯。
监察院的组织体制是委员制，监察委员有权独立行使监察权。但是，在“纲常未立，公私罔分”的政

治生态下，监察委员不可能超脱于差序格局的行为模式之外。监察委员如弹劾高级官员，必然得罪高
官而有可能损害到自身的利益，而且高级官员很有可能利用各种关系和人情逃脱惩罚，而弹劾中低级

官员，既可尽监察的职责又不至于损害自身利益。人是利益的主体，追求自利最大化是人行为的最主
要和最原始动力，所以，更多的监察委员选择了弹劾小官。身为监察委员的王子壮认为：“今日政治上
之纲常未立，公私罔分，———于是是非混淆，官官相卫之恶习乃屡见不鲜。”“现时政治社会之私人感情
超过一切，‘实事求是’之精神乃竟罕见。”“归根到底公的道德迄未树立之故。”[1]

在“顾祝同枪杀刘煜生案”中，顾祝同仰仗蒋介石的信任和宠爱，一向无视法律、骄横无比，在任江
苏省主席时，江苏省民政厅长赵启禄因卖官鬻爵受到监察院的弹劾，顾因为赵是自己的儿女亲家，竟

然以苏省全体机关名义呈行政院，陈请将赵免于惩戒。顾枪杀刘煜生，因私违法、恃情违法，可谓无法
无天。监察院对顾的弹劾有理有据，先后四次弹劾顾，可见，其“打虎”之决心。但是，最终，顾仍然能够
逃脱法律的制裁，依仗的恰是蒋介石的私情。蒋介石为了自己的心腹爱将，作为最高领袖可以因私情
而不惜牺牲平民的生命，无视舆论的呼声和法律的权威，“以权压法”。在“私情大于公法”、“权大于法”
的政治生态下，监察院有心“打虎”，却“打不动老虎”。
在关系盛行的情况下，位居高位的违法官员在受到监察院弹劾后往往会通过关系网络减轻甚至

逃脱惩戒。“林实死而复活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林实曾任代理邮政司长兼邮政局总办，因于任内违
法营私经交通部呈由行政院后被免职查办。监察院拟对林实提起弹劾，林闻讯后畏罪避居青岛，后登
报宣布身故。1932年 5月，林实竟又现身重任邮政司长。而林实在前任石家庄铁路站长，及陕西印花
税处长时就曾因吞款两次入狱，在福建交涉员任内曾携款潜逃。此次又能“死人复活，诚为官场现形空

差序格局社会中的法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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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察院：《弹劾交通部邮政司长林实违法贪污死而复活案》，《监察院公报》1933年第 18期。
[2][3]王子壮：《王子状日记》（第二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1年版，第 94页，第 15页。

前之怪剧”[1]。林实如此劣迹仍能官运亨通，甚至上演死而复活重新任职的闹剧，靠的就是官场关系网
的庇护，说明法律在关系网面前是何等无力。
不仅如此，人情政治和关系政治下的派系争斗也影响着监察院职权的行使。在前述的“顾孟余案”
中，因为顾是汪精卫的亲信，汪不惜利用职权，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通过决议，限制监察院的

弹劾权，批评监察院公开弹劾案的行为。监察院将弹劾案公布于报刊始于顾案，也令人不能不想到于
右任与汪精卫的矛盾（于曾拟任国民政府主席因汪精卫反对而未成）。当汪与于右任和监察委员处于
僵局的时候，蒋介石从中调和。“顾孟余案”背后既有蒋汪的矛盾与合作，也有汪精卫与于右任的矛盾，
案件的解决主要取决于几方博弈的结果而并非其中的是非曲直。最后，汪和顾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谴
责，汪还为此不得不提出辞呈，监察院职权也受到了限制。而真正的赢家是蒋介石，既通过监察院打击
了汪派，又压制了监察院的权力而维持了与汪派的合作。“顾孟余案”显示了监察院制度运作的双重轨
迹：表明上依据法律法规的显规则运行，实际上依据内部权力、派系博弈的潜规则运行。国民党派系间
权力和利益的搏弈与交换，使法律成为表面的规则，甚至是交易和斗争的工具，监察院也未能独善其

身。王子壮认为弹劾顾的监委刘侯武：“本为改派人物，因要求不随转投孙科”，弹劾顾实际上是“于与
孙合作以反汪者，”刘以监委身份提出弹劾，“此于孙之共同政策以刘为工具耳。”[2]而顾孟余最终不受
惩戒是因为“蒋汪合作局面目前实为必要，汪之意见蒋自得容纳”[3]。

三、历史启示

监察院“打虎无力”说明：差序格局与法治是冲突的。温情脉脉的差序伦理消解了法治所蕴含的公
共、公正、平等、理性的精神，使法治的正式制度被虚置，法治秩序被破坏。在差序格局的社会中，很难
发展出法治所需要的普遍平等的公共伦理道德、合理的人际互动模式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规范。作
为中国社会的传统，差序格局源远流长，其影响至今犹存，成为当下阻碍法治实现的社会文化因子。
要真正实现法治，首先，应在正式制度安排上消除差序格局对社会资源分配的影响，创造公平公

正的制度环境。因为制度与行为是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制度决定人的行为，另一方面，人的行为又影
响着制度的建构和运作。要彻底改变差序的伦理准则和行为模式，除了运动反腐，还要进行制度建设，
才能彻底消除差序格局的影响。其次，在法治制度运行中，执法者只有自上而下地严格执法，“打苍
蝇”，更“打老虎”，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最后，法治既需要
制度的保障，更需要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持，只有彻底涤除差序格局中所体现的宗法观念、等级意识、特
权意识，摒弃差序有别的私伦理，倡导唯法律至上，唯公平、正义、权利至尊的公共伦理道德，倡导平等
合理的人际互动模式，才能使法治获得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持。法治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也是一种观
念、意识，更是一种视法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只有当这种观念与意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
伦理准则，并支配着社会主体的行为时，法治才能实现。公民生成普遍性的法治信仰是中国社会法治
化进程的思想意识基础和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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